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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谈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黄硕琳多次参加FAO公海挂船旗协定谈判和中日、中韩之间的渔业谈判。说起谈判，他沉吟到：“谈判是有技巧，技巧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看国家实力,谈判有时是国家实力的一种博弈。”他回忆起他最早参加谈判是在1992-1993年，那段时间连续到FAO总部所在地——罗马去了五趟，参加公海渔船挂船旗（reflating重复挂船旗）的谈判。先是去开一个公海渔业磋商会，然后是制定这方面的公约，这个公约现在叫做《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渔业资源养护措施协定》，在国际上有法律约束性。

他回忆说：“当时我和外交部的一个商秘、农业部一个科员一行三人作为中国谈判团成员出席会议。主谈是我和外交部的外交官，但由于当时外交部的外交官和农业部科员对渔业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成为实际上的主谈代表。在出发谈判前，要做许多准备工作，需要确定每次谈判的主要目的以及准备相应的高中低案，还要报请外交部授权，所以每次会议都需要聚精会神，耐心仔细地掌握谈判桌上的各种细节。”

黄硕琳说，第一次面对不是用母语作为交流谈判的场合，真让人心力交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另一方面也因为谈判真的需要很仔细。谈判桌上要字字斟酌，一句话里用or还是用and都需要仔细思量，有时候就用or还是用and都需要谈论一天，还确定不下来。

对于中国，罗马谈判中碰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强烈要求把台湾包括进协定里面去。黄硕琳回忆说，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公海的远洋渔船还不是很多，但是台湾的渔船很多。所以谈判过程中，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再三要求一定要把台湾包括进协定里面去，而我们得到的授权是不能涉及到台湾。于是我发言：“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诚意来参加谈判，我们政府也很想参加公海渔船挂旗协定的谈判，我们有这个诚意，很想把这个谈判谈成。但是你们刻意一定要把台湾问题涉及到里面来，那么对不起，我们代表团只能退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授权不涉及台湾。”事实上，我国的渔船数量在当时已经是很多的了，而且我国有潜力发展公海渔业，如果中国退出，这个谈判就没多大意义了。“其他国家谈判代表团纷纷同意我的观点，赞成不能将台湾包括进去。”黄硕琳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刻，那轮的谈判一结束，会场上的同声传译就上来跟他握手，“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在谈判桌上从来都是受欺负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中日谈判：谈判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政府取向

从1996开始到2000年，黄硕琳作为代表参加了中日渔业协定谈判。中日双方于1997年11月11日签署渔业协定，该协定于2000年6月1日正式生效。当被问及大概谈了多少次时，黄硕琳笑说无数次。“谈判的影响因素有好几个，但谈判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当时政府的一个取向，如果两国共同友好，那可能大家互相妥协，互相让步，你让一步，我让一步。”

由于中日对两国之间的东海存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争议，在控制渔船数量、规模的前提下，中日各自批准和管理己方渔船，并规定了双方“暂定措施水域”。这个暂定措施水域就是在东海里划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在五年内是中日双方联合共管的，这个区域其实就是中日划界涉及到的争议区域。暂定措施以南、以北的大部分东海海域基本维持各方渔业关系现状，暂定措施东、西两侧则是中日两国没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黄硕琳说，中日谈判比较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在暂定措施水域里我们的渔船相对比较多，日本的渔船比较少，我们每年进入这个区域作业的渔船比日本多好多。第二，中日渔业协定很成功地没有把台湾包含进来。“我们规定27度线以南按现在的状况来执行，也就是保持原状，27度线以南的不考虑。27度以南涉及到台湾和钓鱼岛问题，当时中日双方都不谈这个问题。所以呢，中日渔业协定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不是太大。”中日每年召开渔委会，商量每个国家进入船只数量以及如何管理。日本根据协定对我国每年进入日本专署经济区域作业的渔船发放许可证，我国进入日本专署经济区作业的渔船数量要比日本进入我国专署经济区作业的渔船多得多。“相比之下，中日渔业协定相对来说还是执行得比较好，比较成功的。”黄硕琳说。

中韩谈判：知彼知己，依据公约行事

说起中韩谈判，黄硕琳微笑起来。他说：“中日、中韩和日韩三方谈判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三方都很在意对方谈得怎么样。“每次谈判的时候，都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情况，知彼知己嘛！”

中日韩渔业谈判因是三方基本同时进行，当时，黄硕琳参与中韩渔业协定谈判不多。谈及中韩渔业协定，黄硕琳说：“中韩渔业协定矛盾比较大，因为靠近韩国的沿岸水域，我国渔船在那里作业比较多，对马、济州岛，过去都是我们作业比较多的水域，山东这一带的很多渔船都喜欢去那边作业。而在黄海，在暂定措施水域里面的渔业资源，相对来说靠近韩国沿岸水域的资源更丰富，而中间水域的资源相对没有那么重要。”近年来，韩国逐渐加强了渔业管理，我国的渔船跟韩国海警冲突时有发生。对此，我国很多渔民不理解，“他们说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作业，为什么现在不让我们去了呢？你们怎么可以签订这样的条约？为什么不多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等等。”外交部谈判代表团曾经到黄渤海区去调研，有渔民就说，你们怎么只要两百海里？为什么不要更多一些呢？“其实，这是国际上的大趋势，涉及到海域的这种情况，我们既然签了这个协定，签了《联合国海洋公约》，就要按照公约来行事。”黄硕琳认真地说。

